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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救济的近代转型
———1922年壬戌水灾浙商的救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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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乡组织的地缘情结

灾害发生后， 地方政府、有
名望的乡绅纷纷向浙江军政当
局、旅外浙江各同乡团体、慈善
组织发送乞灾电报，仅《全浙公
报》9 月 18 日至 21 日“各县告灾
之电文汇志” 专栏就有 23 县之
多。《申报》《全浙公报》《越铎日
报》等亦刊登各地灾害惨状的报
道，使旅外浙籍乡绅商董能时刻
关注此次水灾。

在近代的转型过程中，近代
民间慈善开始自主发展，与国家
主导的社会救济开始相互分离。
民间社会更善于利用现代公共
传媒体系，近代社会公益慈善组
织、同乡公会等富有近代因子的
网络，突破了传统地缘与区域的
限制。 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地方
精英开始大规模参与地方事务。
浙江人向以善于经商著称，特别
是自近代上海开埠以后，凭借其
和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资本投资，
浙商牢牢控制上海的资本运行，
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同业公会、
社会公益组织，支撑起近代上海
的慈善网络。

此次浙灾“旅沪浙人痛切桑
梓，均抱救济之怀”，浙商发起了
全国性质的赈灾救济活动，如旅
沪绍兴同乡会宋汉章、 徐干麟、
田时霖等召开“绍属水灾筹振大
会”，当场认捐 2.05 万元，共筹集
赈款 55 万元， 居旅外同乡团体
所设筹振会之最；宁波水灾急赈
会朱葆三、傅筱庵、盛竹书“将跑
马厅提议演剧水灾游艺会等”，
当场认捐万余元， 并致电北京、
汉口、天津、江苏、营口、杭州、福
建等宁波同乡会要求协募赈款，
募得善款五万三千余元。

以上反映出，各地旅外同乡
组织在赈灾募捐中起领衔作用，
有影响力的同乡组织特别集中
在江浙沪一带。 此外，各筹振大
会多由本籍有名望的绅商担任
领导职务。 以宁波水灾筹振会为
例，会长由朱葆三、傅筱庵、盛竹
书担任，三人都是宁波籍。 朱、傅
二人都历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凭
借他们在上海金融界的地位，能
够充分调动自身的影响力，为筹
款募捐带来最大效应。

同乡团体在近代
的发展中， 明显具有
了“现代性”的特点。
以宁波旅沪同乡会为
例，四明公所（即宁波
旅沪同乡会前身）和
宁波旅沪同乡会在所
从事活动， 内部结构
和组织制度等都有所
不同， 宁波旅沪同乡
会更体现近代社会转
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
的互动。 这类组织的
社会功能更趋向单
一， 大多数同乡团体
从根本上转化为公益
慈善团体。 从绅商自
身利益的考量， 他们
推广慈善的背后，除
宗教和传统的影响
外， 还有一个在近代
城市文化发展比较特
别的因素， 就是以慈
善事业及社会福利机
构为参与地方政治或
取得权利的阶梯。

募捐方式的多样化

有别于传统社
会的救灾模式，近代
社会救济所运用的
募款模式更能体现
出传统社会与近代
社会的过渡。 近代报
刊对水灾的关注，就
是一种引起时人恻
隐之心的宣传模式。
如《申报》报道《宁波
急振大会记》：

有一年约十五六岁之商店
学徒虞瑞棠者，登台演说，略谓
瑞棠系一商店小学徒，平日所得
无几，焉敢言捐助二字。 不过瑞
棠连日闻家乡灾情，不禁恻然有
戚。 兹将平日店中所予之早膳
费，按日节省，共得大洋三元，恭
呈本会，充作赈款，以尽寸心，言
毕鞠躬而退。 寥寥数语，实引吾
人好善之心不少。

同时，华洋义赈会、中国红
十字会、各同乡筹振会、杭州总
商会、杭州青年会等，纷纷在报
刊上刊登乞赈启示，希冀诸大善
人慷慨捐款。 近代报刊是一种近

代社会的产物，利用近代报刊筹
振就带有非传统的特点，使得灾
害筹振突破了传统地缘的限制。

以娱乐的方式募款也是壬
戌水灾筹款的一种较普遍方式。
诸暨水灾筹振会在《申报》刊登
广告， 借西湖凤舞台演剧助赈，
特请裘剑飞、张仁艳、高秋颦等
出演《嫦娥奔月》《贵妃醉酒》等
剧目，且声明：“诸君购票入场后
概不另募捐款。 ”娱乐助赈的方
式，以其喜闻乐见、简单易行的
特点，往往能达到较明显的助赈
效果。 举办游艺会也是近代灾害
募款方式之一。 9 月 24 日，浙江
壬戌水灾西湖游览会借西湖公

园至照胆台一带开幕， 会期 15
天，门券四角，场内不附另捐。 悦
昌文记绸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等在场内设有支店， 物美价廉。
会务期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梅兰芳先生登台助演数天。

江浙地区自古以来是富庶
之地，江南绅商凭借其雄厚的商
业基础，有较多的精力投入慈善
事业。 而北京以其独特的政治中
心地位，在京浙籍官吏议员凭借
其与政界教育界的深厚人脉，运
用与政府的关系从事慈善活动。
灾害发生后，浙籍国会众议员傅
梦豪、张浩等“提出院议即请咨
达政府， 急令地方政府先办急
赈， 并查明被灾各属详实情形，
分别轻重蠲缓本年钱粮，一面再
拨巨款”。 据《浙江壬戌水灾筹振
会报告书》载，直隶、河南、安徽、
察哈尔、江苏、山东、湖南、上海
等省，督军省长、各省救灾机构
都纷纷捐款捐物。 奉天张作霖捐
助大米 1667 包， 棉衣棉裤等 10
万件，其他御寒衣物等若干。

地方救济中的公益组织

在 1922 年壬戌水灾的筹振
过程中，上海华洋义赈会发挥了
重要作用。 上海华洋义赈会与浙
江地区有密切联系。 成立初，即
有浙商朱葆三任干事长（后称会
长），王一亭、宋汉章、傅筱庵等
浙商也有重要地位和影响。 壬戌

水灾发生后，上海华洋义赈会积
极投入灾后赈济。 9 月中旬，杭
州、 宁波华洋义赈会先后设立，
杭州华洋义赈会由钱塘道尹张
庶询、华洋义赈会总干事明思德
为华洋会长；宁波华洋义赈会由
会稽道尹黄涵之、浙江海关税务
司甘福履为华洋会长。

“传统的地方公益事业虽主
要有散居民间的绅士和富商经
营，但官方实际并未完全放弃去
其督促、监督之责，有时也亲自
插手或协助绅士办理。 因此‘公’
领域的本质特征，并非官民之间
的分立或对峙，而是官民之间的
合作，系国家权力与民间社会力
量的相互渗透、批次依存、共同
作用的领域，当然，其中民间社
会力量又占据着主导地位。 ”

官方背景的浙江壬戌水灾
筹振会与上海华洋义赈会的合
作，使政府层面和民间层面形成
良性互动。 浙江壬戌水灾筹振会
明确规定：“随时与华洋义赈会
接洽， 所有各县冬赈与春赈，或
分任办理，或通力合作，各就灾
区情形商定，以求实济。 ”

筹款赈灾是华洋义赈会为
壬戌水灾救济的第一要务。 上海
华洋义赈会于《申报》刊登乞赈
通电，并自 12 月 1 日起组织“浙
灾征募大会”， 以大总统黎元洪
为征募大会会长，何护军使为专
任团长，朱葆三、宋汉章和英工
部局西总董、法国总领事等要员
参与领导机构。 以一月为限，分
设 25 个总队， 以中国各省命名
分处筹振。 壬戌水灾筹款，上海
华洋义赈会通过杭宁两分会，在
浙江总共发放 123 万余元，其中
征募善款 70 万元， 中国华洋义
赈会拨上海华洋义赈会 33 万
元，1920 年灾振余款 20 万元，发
挥了极大的作用。

余论

慈善事业的两端， 即国家与
社会开始相互分离， 其中一个必
然的前提，就是国家权力的衰落。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是近代社会转
型的关键时期， 社会局势动荡不
安， 权势结构在战乱中不断重组
整合； 地方政府往往以军阀为派
系，斗争不断，战火频仍，从而社
会民生之所指， 自然让渡给不断
壮大中的绅商阶层。 从传统慈善
救济事业看， 近代慈善事业无论
从赈灾群体、赈灾筹款方式、国家
和社会层面所承担的角色等，都
显示出一种现代性的趋势。 商人
阶层的不断兴起， 除一般传统伦
理、宗教救赎、社会传统等因素的
影响外， 以慈善事业等社会公益
事业为媒介，不断深入地方政治，
与政府形成良好的互动， 共同承
担起慈善事业的两端。

从慈善机构的种类而言，近
代以前的慈善救济机构，诸如善
堂、同乡组织等，在社会变迁中
自身不断利用新兴资源，融入变
动中的社会秩序。 社会自身的运
行模式在不断调整磨合中，显示
出现代性的趋势。

（据《华人实刊》）

1922 年，浙江遭飓风山洪袭击，几成泽国，尤以绍兴、台州、宁波三属受灾最重。
8 月 6 日至 7 日，绍兴飓风海啸，水势滔天，‘此次灾境，统计绍属七县，已占五县，其中以诸暨为最，嵊县次之’。 台州也是此次被灾

较重地区之一，因其地势之故，时常受灾。 8 月 11 日午间，‘此间忽发飓风，飞沙走石，至翌日七时许，风势稍定，继以大雨……城外江水
陡增三十尺，灌入城内，平地水深十尺，低屋全浸水内，楼居亦复遭水，西门外房屋大都被水冲坍’，‘荒年景象已在目前’。 宁波地区各县
8 月 6 日、11 日遭受两次水灾后，‘及至 29 日夜间，风势渐作，至 30 日晨，大风骤起……迨至下午，风潮大作江北岸沿外滩马路一带，潮
水均涨至一二尺或三四尺不等’，‘交通断绝’。 ‘灾情之重，为百年来所未见。 ’

其他各属县的灾情亦相当严重，总计此次被灾县数达 60 余县，占浙江 72 县的八成之多，受灾人数 75 万。 此次壬戌水灾，灾区之
广，灾情之重，危害之大，均为浙江灾荒史上所未见。

华洋义赈会当年发行的“慈祥花签”

1937 年 9 月，上海华洋义赈会工作人员在山东菏泽地震现场视察灾情

“


